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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共解决乡村民生问题的路径选择

曾 耀 荣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赣南师范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江西 赣州　３４１０００）

摘　要：随着近代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近代乡村面临着严重的发展危机，并由此产生了

近代乡村民生问题，中共最初提出用土地改革的方式来解决。土地改革虽然解决了农民尤其是大多数贫雇

农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问题，但却破坏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此，中共提出发展生产是解决民生问题的

主要手段，并要求把发展农业生产放在首位。在解决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后，广大贫苦农民还遇到了生产资

本不足的困难，农业贷款成为中共解决生产资本和民生问题的重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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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年，笔者参加导师王先明教授主持的国家
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百年）
史”的开题报告会，王老师在会议上提出，２０世纪中
国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民生”问题。此后，
笔者一直在思考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解决近代乡村民

生问题的。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目前学术界集中
于三个主题：中共解决民生问题的整体研究、中共领
导人的民生思想研究、特定时期和区域的民生问题
研究。相关研究主要探讨了中共民生思想的来源、
内容和特点、具体措施、主要领袖人物的民生思想，
以及民主革命时期井冈山、中央苏区与陕甘宁等区
域的民生建设实践。①上述研究对我们了解中共解
决民生问题的思想和实践具有重要价值，但是，这些
研究很少与近代乡村社会基本特点结合，因而很难
揭示出中共解决民生问题的思想和实践的实质。我
们认为在研究近代乡村民生问题过程中，需要立足

于近代乡村社会与中共革命两个基点，从近代乡村
发展危机的前提出发，分析中共解决乡村民生问题
的基本路径。

一、发展危机：近代乡村需要解决的民生
难题

自晚清开埠通商以来，近代中国工商业经济逐
渐发展。“新型经济关系乃至社会结构变动基本发
生在通商口岸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等地，从而形成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的二元格局，即在现代
化、城市化大趋势下的城乡二元分离性进程。新的
生产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新生活方式的巨大的结构

性变动，几乎都集中发生在城市社会里。”［１］（Ｐ４）近代
中国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兴起和发展，改塑了传统城
乡一体化的社会关系，形成了近代城乡二元社会结
构。“现在都会和农村，好像在同一个国民中分成了



二个国家，无论从人口构成上看之，从语言上看之，
从产业上看之，从住民的心理上看之，都是很明瞭
的。这两者不啻是相分而已，动辄站在对立的地位，
成为对抗的两大势力，虽然没有强大的分化的倾向，
在现时的社会生活上，却是增加了造成最有力的分
解的作用。”［２］（Ｐ９５～９６）近代城市已经成为政治、经济、
文化和教育中心，形成了对乡村社会的绝对优势和
控制，也导致社会资源由农村向城市转移，比如农村
土地所有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农村资金由农业资
本转变为商业资本、农村劳动力转化为工厂工人等
等。“在近代史上，新工业和新都市的勃兴，没有一
个地方不是以农村劳动力被牺牲为代价。”［３］（Ｐ８）近
代中国城市发展和繁荣是以剥夺和牺牲农村发展为

代价的，这种发展趋势造就了都市畸形的发展和农
村的衰败，也导致了近代乡村社会普遍的贫困。“我
国农村之贫困，农业之幼稚，均无可否认。”［４］（Ｐ１）“在
全中国的国民中，现在能够衣食无忧的，不过百分之
六强；而绝大多数的百分之九四弱的人民，竟无法维
持其最低生活水平。”［５］（Ｐ４）

但是，随着对近代乡村社会的了解和近代乡村
史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近代乡村虽然处在贫困阶
段，但绝大多数家庭还是能够维持生计或勉强能维
持生计的。１９２６年１０月，当时很多人认为江苏和
浙江两省是太平富庶地区，“农民并无多大痛
苦”［６］（Ｐ１）。１９２９年２月，杨克敏认为：“（湘赣）边界
的经济本来是一个小农经济区域，自耕农甚多，日常
生活程度颇低，米一元钱可买四、五十斤，茶油每元
钱可买八九斤，盐每元七斤，普通一个人生活，有一
元多钱就可度过一个月。宁冈出米，每收获一年可
够两年之吃，以是农民都家给人足，有性颇懒。”“农
民在红军未来之前，除遂、酃、茶、莲之大部外，颇觉
安居乐业，有天下太平的景象，有日出而作，日入而
息，老死不相往来的神气”［７］（Ｐ１８～１９）。同时期，金陵
大学农业经济系卜凯教授对河北盐山县一百五十农

家经济及社会调查发现，河北盐山县农民收入不多，
农民生活比较节俭和窘迫，尤其是冬天农闲时节，每
天只吃两餐，而每餐都是粗粮素菜，但是“农民尽可
维持其勉强之生活”［８］（Ｐ１６５）。１９３３年，王云五、李圣
五认为，农民家庭每年总收入平均为百余元左右，很
少超过两百元的。由于收入很低微，农民只能维持
最低生活标准，绝对不可能享受舒适的生活。［９］（Ｐ４１）

１９３４年，广西师专在苍梧、桂林等地调查后注意到，
一般来说乡村地主、富农和中农能维持基本生活，而
大多数贫农在出卖劳动力或兼营副业的情况下也可

以维持其生活［１０］（Ｐ５９）。１９３５年私立福建协和农学院
在福州紫阳村进行农村调查时发现，１０２户收入在

２５０元以下的家庭收支不抵亏缺７４．５００元；４９户收
入在２５０—３４９元的家庭亏短７７．０００元；２０户收入
在３５０—４４９元的家庭亏损６２．７９６元；１户收入在

４５０—５４９元的家庭盈余３７．０００元；１户收入在

５５０—６４９元的家庭盈余５０．０００元；１户收入在

１　０００元的家庭盈余１２０元。他们认为，农民家庭平
均每年亏短７０．０５７元，由于米、菜蔬和燃料等都是
农民自己生产的，不需要花钱在市场上购买，所以大
多数家庭即使亏短７０．０５７元，还能够勉强维持其家
计。［１１］（Ｐ２２～２３）１９４７年，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在河北、
山东、河南省４个县５个村进行农村经济社会调查
后发现，各个阶层最高亏损为１．８９９石，最低亏损为

０．５１０石；如果计入四项收入，收支相抵所余不是很
多，平均为０．４３９石。由于农民注意量入为出和勒
紧腰带过日子，常常能做到收支平衡或者少亏和不
亏，即使出现了收支不抵，还保持在可以接受的范
围。［１２］（Ｐ３４）曹幸穗的苏南农村研究表明，近代苏南乡
村居民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种地之外没有其他收入
的“纯农户”或“种田专业户”，他们是种田大户，收入
较高，是乡村中的“富户”，没有生存问题；第二类是
“无地农户”，他们进入城镇当工人、店员，或从事农
村家庭工商副业、自由职业、长工女佣、乞丐等，并以
此谋生；第三类是既种地又兼营其他职业的农户，称
之为“兼业农户”，他们一面耕种自家的小农场，一
面从事农业以外的副业经营，这些兼业农户副业收
入多少与农场规模大致呈反比例关系。他们通过副
业收入来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借此以维持生
计。［１３］（Ｐ２３２～２３３）斯科特认为：“保证自身的基本生存需
要，这个此时此地不可避免的行动方针，有时迫使农
民以自己的未来作抵押。”［１４］（Ｐ１７）陈志让也认为，近
代中国农民仍然以家庭为生产和消费单位，他们的
经济考虑依然是以家人生活安全放在首位［１５］（Ｐ１３２）。
基于生存安全的需要，农民会通过各种途径来解决
生存问题。“其实这些自耕农民大多也是异常缺乏
土地，他们单靠田地上的收入决不足以维持生活。
因此他们必须兼营苦力、小贩，以至割草、拾粪等副
业。就在农忙时期，也须抛弃了自己的田地，去受地
主富农们的雇佣。”［１６］（Ｐ２０）

传统中国的乡村危机是“根源于土地兼并及赋
税沉重剥削下广大人民的极端贫困”，它更多地体现
于乡村社会的生存危机；而“近代的乡村危机也不是
一以贯之没有变化。从性质上讲，存在着从传统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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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向近代危机转变的问题”［１７］（Ｐ１０７）。自２０世纪２０
年代开始，关于“农业恐慌”、“乡村崩溃”、“农村破
产”等话语开始广泛出现，民国时期一些知名度较高
的综合性报纸、杂志，例如《东方杂志》《大公报》《益
世报》等都对“乡村危机”给予了大量的关注，舆论一
时蔚为大观［１８］（Ｐ１３）。王先明教授认为，２０世纪二三
十年代的乡村危机，当时人们或又称之为农村崩溃、
农业恐慌、农村凋敝、农业破产等等，只不过是概要
言其某一个侧面而已。实际上，其时的乡村危机是
一种全面性的深刻的社会危机。２０世纪之乡村危
机完全不同于传统时代的乡村危机，其导因一方面
是基于传统社会矛盾的演化积累，另一面又基于现
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新的矛盾的催生和积
累，呈现着生存危机与发展危机的 二 重 性 特
征。［１］（Ｐ７～１０）张富记、陆远权也认为：“近代百年农村
发展迟缓，其些微发展也未为普通农民所得，无助于
农村社会的发展与农民的进步。落后与破产始终与
农村相伴，广大农民一直处于生存与发展的危机之
中。”［１７］（Ｐ１０６）但是，既然近代乡村基本能维持生计，
这就说明近代乡村生存危机不是非常严重的。１９３５
年春，美国经济调查团到中国上海、香港、南京、北
平、汉口、杭州等地进行经济调查后认为：“中国经济
危机，不如外传之甚。”［５］（Ｐ１）因此，我们认为，近代乡
村危机与其说是生存危机，还不如说存在着严重的
发展危机。近代乡村发展危机主要表现为农民所拥
有和掌握的发展资源的短缺和不足。在近代乡村工
商业尚未发展起来的情况下，乡村民众解决民生问
题主要依靠农业，土地、劳力和资金成为近代乡村发
展的主要资源，而近代乡村所缺乏的主要是土地和
资本。近代中国人口众多，农民又占绝大多数，尽管
中国可耕和已耕土地面积并不少，但由于人口众多，
人均耕地面积占有量还是相当低的。如此，作为农
业生产基础的土地资源并不丰富，土地不足是一个
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充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公
平合理地分配使用土地，对于国计民生而言至关重
要。［１９］（Ｐ１９）然而“土地固为生产之要素，然无资本，仍
属无济于事，故经济学者以劳力、资本与土地为三大
生产要素，诚不易之言也。今农村中，劳力固绰绰有
余裕，土地亦勉可分配，独资本颇感缺乏，且利率奇
高，借款者颇不合算，生产事业，自不能力求精进，以
与外货抗拒，甚或事业完全停顿，难谋恢复，故今日
农村中需要资本颇殷”［２０］（Ｐ２０）。解决土地和资本问
题，成为近代乡村解决发展危机的重要内容。只有
解决好近代乡村的发展危机，才能真正地消除其生

存危机，才能解决好近代中国乡村的民生难题。

二、从土地革命到发展生产：中共解决民
生问题的思路转变

面对着近代乡村的发展危机，如何解决近代乡
村的民生问题，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社会力量及中共
纷纷提出自己的对策。近代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唐启
宇先生认为，农业发展要素主要包括土地、劳力和资
本三个方面。［２１］（Ｐ１５）南京政府基于平均地权推行困
难，从改良农业技术入手，希望通过社会技术层面的
改革来解决乡村危机；以梁漱溟、晏阳初为首的知识
分子主导的乡村建设，希望通过乡村文化重建乡村
社会；中国共产党则希望通过土地革命的方式来解
决土地问题。［１］（Ｐ１０～１３）从当时社会解决乡村危机来
看，南京国民政府、社会力量纷纷避开了土地问题，
只有中共从土地问题入手，进行土地制度改革以缓
和乡村危机，解决民生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常常认为，由于地主、富农占有

大量土地，因而土地越来越集中，而现在有不少学者
提出，近代乡村土地不是越来越集中，而是越来越分
散［２２］。不管近代乡村土地所有权是越来越集中还
是越来越分散，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即近代乡村各
阶层土地占有不均［２３］（Ｐ２７０～２７）。农民生产主要依靠
土地，土地多少和质量好坏决定了农民生产的好坏。
许多人认为农村问题的重心是土地问题，如果土地
问题解决了，农民生产问题也自然随之解决，农民生
产问题解决了，农民生活就不成问题，农村问题归根
结底就是土地问题。［２４］（Ｐ２００）土地改革成为当时解决
农村问题的的主要选择之一。“这年头弥漫着解决
土地问题的声浪。从国联驻华专家起，至国内学术
团体止，都会提出‘急需改革土地制度’或是‘以分配
生产为重心来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２５］（Ｐ４８）“土
地问题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更加生死攸关的问题。”
只有通过合理有效的土地改革，才能解除农民的痛
苦［２６］（Ｐ２３９）。如何进行土地改革，中共提出，没收地
主、祠堂庙宇和其他公共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然
而随着土地革命的推进，中共进一步没收了富农出
租的土地，甚至还没收了富农自耕的土地，把这些土
地平均分给了贫雇农。随后，中共还没收了地主、富
农的房屋、耕畜、生产工具，并分配给贫雇农。［２７］“由
于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改变了不合理的
土地占有关系，无地少地农民取得了一些土地。”土
地革命时期，赣西南苏区多数农民分到６－７担田；
闽西苏区的龙岩县每人分１８担田，上杭农民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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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担田，长汀农民分１２担田，连城农民分４担田；
湘鄂赣苏区的浏阳县，田多的乡农民人均分田８担，
田少的乡分田５担。［２８］（Ｐ５０６）抗日战争时期，地主、富
农土地占有减少，而中农、贫农、雇农户均占有土地
增加。［２８］（Ｐ５７３～６０３）“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基本完成，
约有１亿多农民从地主和旧富农手中获得了３．７亿
亩土 地，并 获 得 了 必 需 的 生 产 资 料 和 生 活
资料。”［１９］（Ｐ６１８）

当时人们认为，通过土地改革使无地和少地的
贫苦农民分配了土地，可以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从而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中共
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在华东局会议上说：“土改是为
了使农民生产资料得到保证，提高生产力，把旧的生
产关系打破，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这样才能发展生产
力。”［２９］（Ｐ１５７）从理论上来讲，土地改革解放了大多数
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可以促进农业生
产和经济发展，但是，实际情况却可能会出现与之相
反的发展趋向。当时有人担心土地革命会破坏生产
的发展，“许多博士教授以为土地革命只能解决分配
问题，不能解决生产问题，甚至会使农业生产愈益衰
落”［１６］（Ｐ１８）。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的土地改革不
但未能发展生产，反而出现了生产破坏的现象。湘
赣边苏区在革命之后，生活支出大幅度上涨，一些地
方四斤肉要一元钱，一斤鸡要两百钱，一斤萝卜、冬
瓜、青菜等要一百钱，米相对较便宜，也要三元大洋
一石，但是，一元钱只能买二斤或四斤盐，六斤茶油。
这种物价和红军到来之前一元多钱就可够一个人度

过一个多月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甚至布匹、棉
花及日用必需品，因为无法正常供应，“价值的昂贵，
等于上海的物价”［７］（Ｐ１９～２０）。１９３３年９月２０日，赣
西南特委在《赣西南的（综合）工作报告》中不得不承
认，苏区在土地革命后已经推翻了封建剥削，在经济
上应该有很好的发展，但是，由于苏区工作上的问
题，苏区经济出现了停滞状态。［７］（Ｐ４１０）抗日战争和解
放战争时期，中共开展的土地改革也遇到了同样的
问题。“由于过去我们的土改中有许多偏差和坏蛋
的造谣破坏，引起了群众对生产的许多顾虑，误解我
们的平分土地是‘打乱平分’。农民对于他今天所种
的土地明年是否仍归他种，以至今年是否归他收割
没有把握，因此他不积极去耕地，不积极去上粪。农
民的另外一个顾虑是怕生产发家劳动致富以后挨

斗，因此便不肯省吃俭用勤耕苦作。这些顾虑对开
展生产运动都是很大障碍。”［３０］（Ｐ２６０）“某些地区土改
左偏所造成去春农民生产情绪的动荡不安等，曾给

我们进行恢复生产以极大困难”［３１］（Ｐ３２１）。土地革命
虽然使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分配了土地，但是，它
也使人们害怕上升为富农和小地主，不愿意投入生
产或扩大生产规模，反而拼命吃穿［３２］（Ｐ５１７）。“在农
民中甚至部分的干部中……大家都不赞成使中农成
为富农，认为成为富农就“坏”了……”［３３］（Ｐ１７２）中共
进行土地改革，本来是希望它能解放潜在的生产力，
通过发展生产来改善人民生活，然而土地改革的结
果反而造成了生产发展的破坏，这是中共不愿看到
的。饶漱石在谈到山东土改中出现的对生产力的破
坏时说：“人要想生活，必须生产出东西，所谓衣食住
行所需之物，人为了需要这些东西，必须要有生产之
东西，如土地、原料等，把劳动与土地等结合，就产生
生产力，这革命目的是提高生产力！”“根据这种认识
来检查，土改中政策是有毛病的。”［２９］（Ｐ１５５）农村革命
对发展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使广大农村面临着恢
复和发展经济的重要任务，因此，中共需要从农村革
命到经济建设的伟大转变。［３４］（Ｐ３３）张闻天在抗日战
争时期也指出：“有些农民出身的干部，体贴农民疾
苦，这是对的。但把改善农民生活完全放在合理分
配别人的财富上，则是不对的。应主要从发展生产、
增加社会财富来求民 生之改善，才 是 比 较 妥
当的。”［３５］（Ｐ１８５）

基于土地改革中的教训，中共意识到仅仅通过
土地改革和分配财富无法达到改善民生之目的，相
反可能会带来生产发展的破坏。在土地革命时期，
中共在中央苏区曾经尝试过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
但是，这个指导思想的转型是非常不成功的，使原本
脆弱的经济基础难以支撑持久的革命战争，恐怕也
是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重要因素。［３４］（Ｐ３６）痛
定思痛，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吸取教训，决定改变解
决民生问题的思路，提出把发展生产作为改善民生
的主要手段。“生产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现在人民
的生活水平还很低，而改善人民生活的前提是搞好
生产，人民生活的改善，是和发展生产分不开的，生
活是跟着生产走的……总之，生产决定一切，它决定
中国的命运，它决定人民生活的好坏。”［３６］（Ｐ１１９）１９３８
年１２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在《新中华报》社论中提出，
广泛开展生产运动，努力提高工农业的生产力，保证
各个地区的物质供应。陕甘宁边区政府明确提出：
“经济建设方面，坚持发展生产，以改善人民生活，支
持长期抗战的方针。”［３１］（Ｐ８１）从陕甘宁边区开始，到
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从党政军学人员到全解放区的
广大群众，逐渐地开展大生产运动。［３７］（Ｐ３９～４０）“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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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问题解决以后，开展大生产运动，人民收入的提
高，是有很大前途的。”［１２］（Ｐ８）大生产运动的开展标志
着中共中央把发展生产作为解决民生问题的主要任

务。１９４３年，毛泽东提出在有根据地的条件下，不
提倡发展生产并在发展生产的条件下为改善物质生

活而斗争，只是片面地提倡艰苦奋斗的观点是错误
的［３８］（Ｐ９１２）。“由于解放区基本上只有农村根据地而
无城市，基本上的生产者是农民，当时军民生活所需
要的大部分都是农产品，而且手工业和轻工业的原
料也大部分来自农产品。因此，只有十分重视农业，
才能抓住整个生产事业的重点，而取得大的成
效”［３７］（Ｐ５９）。毛泽东认为，在各敌后根据地中开展大
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
牧业和商业，就应该以农业为主体［３８］（Ｐ９１１）。同时，
中共党内还批评了不注意农业而重视副业生产的错

误倾向。［１２］（Ｐ８）

三、农业贷款：中共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
手段

中共既然强调把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那么解
决农业生产中存在的困难就成了主要的任务。“中
国整个的国家生命，是在农民，农民整个的生活要
素，是在生产。但是农业生产的要素，大家都知道包
括‘土地’、‘资本’和‘劳力’，而在中国环境之下……
在这三种要素当中比较，我国农民最受限制的就是
‘土地’与‘资本’。”［３９］（Ｐ２）中共通过土地改革暂时性
地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尤其是大多数贫雇农土地
短缺的问题，于是，资本缺乏问题成了制约农民发展
生产的主要因素。“农民所有资本太少，以致不能获
得适当的土地，去作农场的基础。农作的工具，只能
因陋就简；农产的品种，也将就使用；肥料不能施用，
病虫不能驱除，生产怎么能够发达？”［４０］（Ｐ６７）“农民分
了田，生活本当比较好，但他们因缺乏资本，缺乏肥
料，且 因 人 力 不 足，生 产 上 不 免 要 受 到 影
响。”［４１］（Ｐ３４７）中共领导人刘少奇也注意到这个问题，
他在《关于土地会议各地汇报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
告》中指出，在全国土地改革中综合各地农民要求，
主要有土地、生产资本、保障农民民主自由权利及公
开负担四大要求［４２］（Ｐ１３５）。“资本太少，农业生产不
能发展；收入太少，农民生活不易维持。”［４０］（Ｐ６８）因
此，解决农民生产资本问题就成为了中共改善民生
的主要目标。
近代乡村农民家庭生产剩余是非常有限的，发

展生产资本主要依靠负债，传统乡村借贷来源主要

是传统农业金融组织，其中私人借贷占有重要地位，
而在私人借贷中，地主、富农占有比例较高。由于近
代乡村社会不安定，地主和富农很忌讳别人知道他
们有钱，所以他们极力回避财富外泄，因而往往拒绝
向别 人 放 款，即 使 愿 意 放 款 也 不 愿 公 开 办
理。［４３］（Ｐ６２～６３）因而近代中国农民“不惟自己没有资
本，就 是 向 人 家 借 用 一 点 资 本，也 是 不 容 易
的”［４０］（Ｐ６７）。另一方面，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推行
“废除一切债务”以及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实
行“减租减息”的农村经济政策，不仅导致了地主、豪
绅和富农追缴旧欠，而且停止了乡村借贷。在土地
革命中“豪绅地主则加紧对农民的压榨，实行对农民
的经济封锁———停止借贷，力催旧欠……”［４４］（Ｐ２５）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实行的减息政策已经
斩断了农民与传统借贷尤其是高利贷的联系，但不
幸的是，农民对减息之后借不到债的担心变成了事
实，农民借贷停滞已经成为农家经济生活继续运行
的障碍。［４５］（Ｐ１２２）因而“帮助刚分得土地的农民解决
农具、耕牛、种子的困难，改善水利和交通条件，就是
帮助农民得到土地后从各方面去解决他们的困难，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使得生产的大发展成为可
能”［４６］（Ｐ１１２）。为此，中共中央提出：“政府应举行大
量的农业贷款，以解决农民借贷的困难。”［４７］（Ｐ３７１）

１９３８年到１９４５年，中共在各个抗日根据地陆陆续
续设立了多所银行，包括晋察冀边区银行、北海银
行、冀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江淮银行、淮北银行、
淮海 银 行、大 江 银 行、华 中 银 行、浙 东 银 行
等［４８］（Ｐ２４７）。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改善人民生
活，各个根据地先后举办了农业贷款。１９４２—１９４５
年陕甘宁边区经由建设所和边区银行发放的农业贷

款，１９４２年３６６万元，１９４３年２　７８０万元，１９４４年１
亿元，１９４５年增至５．９９亿元。［４８］（Ｐ２４６）晋察冀边区银
行的投资贷款额，１９３８年１１．３万元，１９４０年２７０万
元、１９４２年１６１万元、１９４４年１１　３６６万元、１９４６年

５６４　３１７万元。晋冀鲁豫边区１９３９年贷款额为９３０
万元、１９４１年４　３６６万元、１９４３年２８　５８９万元、１９４５
年１０８　７２８万元。１９４６年农业、工业贷款两项就发
放了４１１　０００万元，１９４７年上半期这两项贷款又发
放了４６０　０００万元。晋绥边区１９４０年９月至１９４１
年８月贷款额为２０．１万元、１９４５年１月至６月

５　３６０万元、１９４６年１２月至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１２５　６７３万
元。山东北海银行在山东解放区农业贷款分别为

１９３９年 ２８ 万余元、１９４２ 年１　１５２万元、１９４５ 年

１５　６１７万元、１９４８年２３　００８　９７９万元。［４９］（Ｐ２００～２０１）

·０４·



同时，中共还认识到“经济建设中的资本问题的
解决，主要是吸收群众资本，把他们组织到再生产的
消费的与信用的合作社之内，应该注意信用合作社
的发展，使在打倒高利贷资本之后能够成为他的代
替物。”［５０］（Ｐ６３）由于“信用合作社是组织人民游资，发
展人民生产的杠杆”［５１］（Ｐ３３９），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和
解放区大力提倡合作运动，鼓励建立信用合作社，为
农民解决生产资金问题。１９４４年底，陕甘宁边区已
经建立了３０多个信用合作社，存款总额达５亿元，
白洋１万多元，元宝１０多锭，手镯４０付。［５１］（Ｐ３３７）陕
甘宁边区组织的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对农村生产资

金和农村副业的短期借贷的调剂具有重要作

用。［５１］（Ｐ３３８）华中解放区工作委员会提出：“解决耕
牛、农具、种子、肥料缺乏的基本办法，是以当地群众
互济互助为主，政府贷款为辅。”［５２］（Ｐ９５）在这种指导
思想下，１９４５年盐城区建立合作社８９个、１９４７年

２０个、１９４８年１８个、１９４９年重新组织合作社４５
个。各地合作社在春耕中借贷种子、肥料给无法播
种的社员；在春荒中借出粮食和豆本给困难群众做
本钱，从事运输或副业生产，合作社在帮助社员进行
生产救灾上获得了很大的成绩。［５２］（Ｐ４４０～４４５）

中共明确规定，农业贷款的主要对象是那些生
产资本缺乏的贫雇农和手工业者。一方面贫苦农民
没有土地或者土地很少，很难得到银行的信用，获得
农业贷款［５３］（Ｐ３２）；另一方面贫苦农民既是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主要力量，又是生产的主力军，而且他们还
缺乏必要的生产资本和生产资料。而在同等条件
下，抗属、军属、烈属、干属、复员军人、精简人员、战
斗英雄、劳动模范等享有优先贷款权。因为这些人
是中共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重要的战斗力量和依靠
力量，从贷款上适当照顾他们，也可以起到稳定军
心、鼓励先进的作用。然而，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
地主、富农经济地位已降至中农、贫农、雇农甚至更
低的水平，发展地主、富农生产也成为解放区经济生
活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因而中共农村根据地对农业
贷款对象的要求发生了明显变化，农业贷款对象不
再规定以贫雇农为主，而是包括地主、富农在内的一
切积极从事生产的劳动人民。［４９］（Ｐ１８５）“有的贫苦的
地主、富农，确实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的再生产的，也

应贷 给，这 与 各 阶 层 团 结 互 助 也 有 很 大 好
处。”［５４］（Ｐ７８５）在土地改革中被削弱的地主和富农成
为农业贷款的对象，反映了中共争取地主、富农的策
略改变，客观上有助于生产发展和民生问题的解决。

四、结语

２０世纪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着社会革命和解决
民生两大主题，而且两大主题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近代乡村民生问题虽然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教
育等各个领域，但是，经济问题是解决乡村民生问题
的重要基础。而近代乡村发展危机是导致近代农民
经济困境的主要因素，如果能解决好乡村社会所存
在的发展危机，可以为乡村民生问题的解决提供良
好的条件和基础。因此，中共在领导农村革命中，非
常重视乡村发展和民生问题的解决。孙中山在领导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曾经提出：“完全解决民生问
题，不但是要解决生产的问题，就是分配的问题也是
要同时注重的。”［５５］（Ｐ４６９）中共在解决民生问题时，开
始选择了土地革命，从分配问题入手。在“革命史”
研究范式下，人们在研究中共农村革命时，只注意到
土地改革是中共动员农民的主要策略，而忽视了土
地改革是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手段。土地革命主要
目的是“为了改善群众的经济生活，使群众没有饭吃
的有饭吃，没有衣穿的有衣穿，没有事做的有事
做”［５６］（Ｐ５７）。中共的土地改革使大多数贫雇农分到
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解放了潜在的生产能力，从
理论上讲可以促进生产发展。但是，实际上土地改
革和土地分配只是发展生产、解决民生问题的前提
和基础，土地改革并不必然导致生产力的发展和民
生问题的解决。中共利用这种分配社会财富方式暂
时性地解决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生产资料，却伤害了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反而引发了农业生产的破坏，最
终很难达到民生问题的解决。因此，中共改变了思
路，大力提倡发展生产，并要求把发展农业生产放在
首位。而要发展农业生产，就需要解决农民生产资
本缺乏的问题，于是农业贷款便成为解决生产资本
的主要手段。至于中共在实施农业贷款政策过程遇
到了哪些问题，如何解决，作者将会继续深入研究。

注　释：

①　参见吴苑华：《关切“民生”：一个不能忽视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６期）、单孝虹：《中国共产党民生

观演进探析》（《毛泽东思想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５期）、王海：《中国

共产党民生思想特点探析》（《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２０１０年

第５期）、邹智贤：《毛泽东的民生思想及其启示———纪念毛泽东

诞辰１１７周年》（《哲学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１２期）、钟瑛：《陈云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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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为本的思想与实践》（《中国当代史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刘义程：《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生观》（《湖南科技大学

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６期）、田志杰等：《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解

决民生问题的经验与启示》（《人口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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